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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传播研究的新范畴与新内容
——基于发生学的认识图式

姚 曦 邓 云

摘 要 品牌传播的本质性因素即品牌信息的传播。在本质性因素与数字技术、全球

一体化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品牌传播研究原有思维图式发生“同化”和“顺应”的

变化，形成新的研究“范畴”与“内容”，并构成新的框架体系，包括数字传播环境下的品牌传

播、数字时代的品牌认知、品牌的跨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和国家品牌战略、品牌修辞研究和品

牌传播比较研究。与此同时，以品牌信息传播为核心，以数字化、跨学科和全球化为认知背

景，通过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发展新的研究路径，可对品牌传播研究新的内容范畴形成具

有普遍诠释力的研究范式。其中，品牌传播研究新的框架体系为研究范式创新也提供了本体

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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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传播是品牌信息的传播过程，既包括品牌内容的生产，也包括品牌传播的运作模式，其最终指

向为品牌价值的实现和品牌资产的增加，所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后中
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品牌传播实践迅速发展，品牌传播研究逐渐兴起。早期的品牌传播研究倾

向于对西方品牌传播理论的引进、借鉴与应用，之后基于自身品牌传播的实践，中国品牌传播研究逐步

建立起自己的研究范畴和研究特色。随着数字技术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中国的品牌传播发展到了一个

新的阶段，然而发生变化之后的认识研究却相对滞后，正如波斯特所言，“现代的分析范畴限制了人们对

这些交流手段（指电子交流等新技术）的理解”[1]（P46）。
本文将结合发生学的认识，探究品牌传播的本质，并将本质性的因素置入品牌传播的阶段性发展过

程之中，按照品牌传播实践的变化发展轨迹，形成过程式的动态认识，在原有研究“范畴”与“内容”的基

础上，通过“同化”与“顺应”的共同作用，促进认识图式的变化，以此形成品牌传播研究的新范畴与新内

容，从而为品牌传播研究领域的范式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一、概念与方法

在以发生学视角对品牌传播研究进行阐释之前，有必要对相关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进行简单介绍。

（一）“范畴”与“内容”

在古希腊语中，范畴是谓词之意，意为“以某物断言另一物”。亚里士多德对范畴的概述便可理

解为主谓关系的阐释，作为谓项，范畴揭示了主词得以存在的方式。康德把纯粹知性概念称之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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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kategorie），并引入人的价值。因而，范畴是认知发生的一种底层思维。根据《辞海》的释义，“内
容”是指事物包含的实质或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质料与形式统一的实体构成了自然界，其中质料是构

成个体的材料，通过形式的载体，成为现实的存在 [2]（P49）。黑格尔认为正是由于内容与形式才构成了
事物的存在。因此，“范畴”与“内容”的关系可以理解为认识的思维形式与事物实质的关系。

从品牌传播研究角度来看，“范畴”是主体通过普遍性的认知思维体系，在特定时期内形成品牌传播

研究的思维框架。按照欧文·戈夫曼的解释，框架意味着一种“阐释图式”（schematao finterpretation），
能够帮助人们“辨别、感知、确认和命名无穷多的事实”[3]（P21）。也就是说框架其实创设了一条理解事
物的意义管道 [4]（P26）。“范畴”为特定时期内的研究内容提供了稳定的意义理解方式，为客观世界的物
质呈现走向认识世界的意义诠释提供了固定的通道。“内容”则是品牌传播研究主体经由一定的意义解

释通道，结合外部环境信息形成的意义实质，这种意义实质由多个单独且完整的议题单元组成，最终构

成了研究体系的主体。“内容”的外延会随着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但其内部性质及结构较为稳定。

（二）方法：发生学的认识

“发生”作为一门学科，源自生物学领域，由英国生物学家贝特逊于 1906 年根据希腊语“繁殖”一词
正式命名 [5]。人文领域的发生学着力于研究“观念的发生”与“逻辑的推理”，以此探究人类主观认识的演

变。发生学意义上的分析方法是对事件起源及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它要求将被研究的事件从

变化发展的初始状态中分离出来，并对其中形成状态的本质因素进行分析，再结合当时的外部环境，得

到阶段性的认识结果。

发生学方法的研究模式表现为逆向回溯式的研究和前瞻式的叙述相结合。具体而言，逆向回溯式的

研究以事物完成的结果作为研究起点，追溯到事物阶段性的早期历史形式，以及这些早期历史形式相互

作用的发展过程；回溯式的研究思路在表述上则呈现为前瞻式的叙述方式，即从事物阶段性的早期形态

出发，通过复杂演变而发展到现在的正向阐述过程。关于发生的研究，最为关键的是要找到事物或思维

发生的起点，皮亚杰认为，发生并不存在绝对的开端，几乎所有现在的终点，都是质变后新的发生过程的

起点。因此，本文将品牌传播认识发生的起点限定为传统媒介技术环境下的品牌传播知识体系。

二、品牌传播的本质与认识发生

结合发生学的理解，“品牌传播”的发生为认识的发生，而关于“品牌传播”的认识则指向为品牌传播

研究思维，发生的结果为形成品牌传播研究体系。其中，品牌传播研究体系由“范畴”与“内容”构成，并

随着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扩大与更新。

对“品牌传播”认识的发生进行研究，首先应该确认“品牌传播”的本质性因素，然后在分析的过程

中，将本质性因素置入认识阶段性发生的过程，结合外部环境刺激，形成发生的认识图式变化。其中，“品

牌传播”的本质因素是关于品牌传播概念的根本性解读，是认识维持稳定性的关键，一旦本质性因素发

生偏离，主体认识的发生也就失去了方向。

（一）品牌传播的本质

“品牌”一词源于古挪威语的“brandr”，意思是“打上烙印”。据文献记载，古代人们在牛及其牲畜身
上打上烙印，以此表明主人的所有权 [6]（P128-132）。当社会生产的规模渐次扩大，商品交换日具规模，
品牌印记的使用迅速普及，并带来无形的价值，这便是品牌的雏形。关于品牌的定义，学术界多有讨论，

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在综合主流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品牌是一个名称、符号、标识、图案、服务承

诺等能区别于其他产品的内外要素的集合，是促成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基本前提，遵循绝对运动和相对静

止的客观规律，品牌内在因素的聚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外在表现形式随传播情境发生变化。

“品牌传播”是随着品牌行为的兴起和发展而形成的概念，其较早在国内由余明阳、舒咏平教授提

出 [7]（P63-68），此后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与探讨。根据香农·韦弗的传播观点，通讯的基本问题是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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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端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信息 [8]（P449）。从该层面来看，如果将品牌传播视为一个
动态传播的过程，品牌则可以指涉为信息聚合的载体工具，其传播的特征、效用通常取决于品牌的静态

信息，因此，品牌传播的核心本质为品牌信息的传播。根据拉斯韦尔的 5W 传播模型，可对品牌传播进

行过程式的分解，发现品牌传播所涉及的要素包括品牌传播主体、品牌信息、品牌信息传播渠道、品牌消

费者与品牌传播效果 [9]。品牌传播作为传播学应用领域的一个分支，是以品牌所有者为传播主体、以传

播学相关理论为认识框架、综合多种传播形态和传播手段的动态传递过程。

（二）品牌传播认识的发生图式

品牌传播认识的发生图式即为品牌传播研究的思维图式，是研究主体业已形成并在一定时期内关

于研究对象较为稳定的思维结构，认识图式活动的阶段性结果呈现为研究的知识体系。根据认知心理学

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认识图式有两种活动形式：同化和顺应，其中图式是以动作为基础的主体认识

结构 [10]（P1-5）。同化是主体对外部材料选择、吸收并将其纳入原有图式的过程。顺应是在主体原有的
认识图式不能同化客体时，主体选择调整原有认识框架，或创立新的认识图式，以适应新环境的功能。平

衡为发生历程中呈现的阶段性状态，当认识活动中同化占优势，图式以共时性变化为主。当阶段性的相

对平衡状态被打破，为了与外在环境要素相适应，主体的认识活动以顺应为主要活动形态，认识系统在

调整过程中形成历时性的改变，以达到新的平衡。同化与顺应主导地位的交织转换促使发生不断往前推

进。认识的发生是由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表现为螺旋形的内在发展体系，在实际情境中，同化和顺应

通常能够同时存在，平衡作为重要的调节因素，促使认识在共时范畴拓展和历时内容变化中循环前进。

品牌传播本质为品牌信息的传播，受数字传播技术、全球一体化外部环境的影响，已有认识图式内

部发生同化或顺应的作用。同化活动是将刺激信息纳入原有的认识图式，完成的是品牌传播内容的更

新；当已有图式无法适应外部环境的刺激，通过顺应调整了原有的认识框架，形成了新的认识范畴。由

此形成了数字传播环境下的品牌传播、品牌修辞、品牌传播比较、品牌的跨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和国家品

牌战略、数字传播环境下的品牌认知等新的研究范畴与内容。在“同化”与“顺应”的共同作用下，品牌传

播已有图式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新的品牌传播认识图式形成，认识走向阶段性的平衡（如图 1）。

图 1 品牌传播认识的发生图式

（三）技术驱动品牌传播认识的发生

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工具，也是一种解蔽的中介物质，它以独特的方式组织并传达着它的世

界观、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且逐步渗透生存在这个技术环境下的人的观念与行动中 [11]（P112-119），
因此，每一种新技术都会让使用者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理解方式与技术紧密相连。“技术发

展原本是一种破坏，而社会生成则重新适应这种技术生成……技术变革依其幅度大小总会或多或少地

动摇文化的基准。”[12]（P51-56）与技术相伴的生存世界本身就存在一套相对稳定的认知体系，当技术
发生变化，人所感知的生存世界也随之改变。媒介技术随技术而变化更新，主体思维在技术塑造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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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里，进一步确认了媒介技术带来的认识发生，这是一种双重框定下的思维发生过程。

大众传播研究的兴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电波媒介逐渐发展并迅速普及，工业化、城市化与国际化

加速了陌生人社会的来临 [13](P51-56)，与此同时，美国精英阶层对内制造认同，对外与苏联争夺国际话
语权的强烈需求，使得以大众传播为主导的传播学日趋重要。数字技术的变革从感知层面建构着人类生

存的世界，技术的质变驱动来自与技术相关联的存在方式和意义的变更，人们在数字技术环境下形成的

认知与观念，影响着关于数字传播技术的认知模式。数字化传播逐渐取代传统大众传播，物理时空与权

力关系的限定被打破，传统社会互动关系中主要依托的地域性因素在弱化，以个体、群体或国家为主体

的传播主体逐渐跨越地域情境，形成了去边界化的互动社会关系，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面对全球化

的外部刺激，主体本能地将信息纳入图式框架内部，希望在零散的信息与图式之间建立联系，客观上促

成了认识图式的完善。图式与图式之间并非是割裂的状态，新图式对旧有图式的更新体现在对旧有图式

的创新性建构和选择性继承，建构的是新的认知框架，继承的则是部分内容主体，表现为已有议题研究

路径、方法、思路和视角的更新。

技术及其建构的感知世界赋予了主体认识品牌传播的“先验”条件，当“传播技术”随“技术”向前发

展，外部材料发生改变，这种“先验性”的观念与品牌传播原有认识图式产生关联或碰撞。由于主体思维

的惯性，认识的“范畴”往往先于“内容”而确立，“内容”则是对“范畴”的回应。

三、品牌传播研究新的框架体系及其内容构成

品牌信息的传播作为品牌传播的本质，是品牌传播研究的核心与根本出发点。随着数字传播技术的

快速发展，品牌传播研究体系也发生改变，其中既包括已有议题在方法论、研究路径、研究问题和研究思

维层面的更新，也包括跨学科、跨领域的融合。

具体来看，数字技术是品牌传播研究领域发生变化的根本驱动，基于数字技术而发展的相关神经科

学技术可以更精准和客观地测量传播效果，从而促进了品牌传播认知研究路径和方法的改变。首先，数

字技术消解了时空距离，参与群体范围扩大，全球化程度加深，品牌的跨文化传播再次成为研究的焦点。

品牌跨文化传播的主体既包括企业主体、个人主体，也包括国家主体，而国家形象和国家品牌传播作为

国家进行的系统的、有目的的传播行为，与品牌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内容、方法和路径方面存在紧密的

联系。品牌认知、品牌的跨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和国家品牌战略等研究议题属于品牌传播研究的原有内

容范畴，在新的外部环境下呈现出新的变化。其次，数字传播技术逐渐取代传统传播技术，品牌传播研究

领域面临着新的研究体系的建构，跨学科的延伸为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路径。此外，品牌修辞

研究在充分借用修辞学理论与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于品牌传播已有研究体系，为新的现象和问题提供了

不同的研究视点，既属于品牌传播研究体系的内容，也为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支撑。品牌传

播比较研究一方面通过对不同层面的问题在同一纬度内进行比较分析，对已有问题现象进行深入剖析，

完善品牌传播研究体系；另一方面也通过共时和历时层面的对比，形成关于品牌传播研究未来发展的经

验借鉴，促进了品牌传播研究体系的完善。以上诸方面，构成了数字化时代品牌传播研究的新范畴和新

内容，其发展演变进程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框架如图 2 所示。
具体而言，关于品牌传播研究新的框架体系的内容构成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一）数字传播环境下的品牌传播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交互设计，个体化时代到来、去中心化、数字化赋权、原子向比特迁移、

距离消失”[14]。信息传播挣脱了时间的限制，即时互动成为可能，网络传播逐渐向社交传播发展，信息的

传播与交流在社交媒体平台愈发频繁普遍，传播主客体趋于复杂和多元。即时通信的技术手段促成了

传播的去中心化，等级架构向网络结构转变，中心化的领导机制向去中心化的网络机制转变 [15]（P67），
区别于传统社会，在去中心化的社会中，物理空间变得无关紧要，数字网络技术正在动摇国际边界，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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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品牌传播研究的新范畴与新内容

了贯穿全球一体化经济的无形服务。传播客体由“受众”转变为“用户”，传播形式由大众传播走向“窄

播”和个体化传播，信息的传播实现了个性化的定制。品牌信息的传播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趋于精准、

高效和多元，传播的效果实现最大化。传播的社会形态由实体化的个人转向数字化的身份建构，传播的

内容生产由层级分明的精英制信息过滤模式走向扁平化的网络用户内容共创，用户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传播的权力逐渐分散，走向事实上的平等，内容共创与共享

成为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主流趋势，以用户为中心的导向不断强化。“变化是必然的。科技是人类的催化

剂，因为科技，我们制造的所有东西都处在形成的过程中 [15]（P101）。认识也应该跟随科技变化不断更
新完善其内在体系。数字技术极大提高了数据获取、数据分析的能力与效率，这样一种集并行计算、高

运行率、低出错率、更深层次分析于一体的计算程序受到了普遍欢迎，利用先进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对

社会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成为可能 [16]（P150-154）。与以往品牌传播领域的计算相比，基于大数据的计
算明显更具优势，计算不仅作为研究工具与手段用来弥合传统量化的局限性，也应该作为一种思维从信

息处理角度出发，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方法获取与分析数据，立足于品牌传播的学科体系，以数字环境

下新的品牌传播现象为主要阐释对象，实现知识的共享与范式的转变。在技术的驱动下走向学科化的交

融是品牌传播未来发展的趋势，而计算的思维模式则给品牌传播跨学科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以

大数据为基础的信息分析技术逐渐取代传统的量化研究，全样本的数据挖掘和多维度、深层次的数据分

析成为可能，研究结论更为客观。整个品牌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张，尤其在向自然科学领域靠近，

研究的视野也更为开阔。由研究方法的改进到研究思维的更新、再到新的理论变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因此数字技术带来的认识颠覆最终将回到品牌传播的本质层面，完成定义和关系的重构，形成新

的阶段性的研究范式。品牌传播置身于新的社会环境，只有真正将计算科学引入品牌传播学领域，才能

为品牌传播新理论的建构提供助力。

（二）数字时代的品牌认知

对认知问题的研究多见于认知科学、心理学与消费者行为学等领域。认知科学领域针对认知这一问

题提出了“物理符号假设”和“联结主义”两类研究范式 [17]（P203-207），其中“物理符号论”范式倾向于
将认知看作是物理符号系统内按照特定规则对信息符号化加工或处理的过程，“联结主义”范式则将认

知视为类似大脑神经元构成的人工神经网络的某种整体活动。当代主流心理学派通常把人的内在心理

活动机制用到信息加工处理过程之中，包括获取信息、处理信息以及传递信息等程序。消费者行为学以



姚 曦 等：品牌传播研究的新范畴与新内容 · 79 ·

消费者为主体，将其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并形成相关概念的连续过程视为认知的过程。由此可见，品牌

认知本身就具备跨学科的特质，需要以系统化的思维模式整合认知的一般规律，形成科学化、专业化的

研究体系。

品牌认知直接与品牌信任、品牌资产相关联，积极正面的品牌认知有助于增进消费者对品牌的信

任，而品牌信任又能给企业增添无形的品牌资产，形成发展的良性循环。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品牌
认知已成为国外品牌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目前品牌认知的研究现

状存在以下特征：一是研究路径比较单一，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品牌认知现象的解释层面，就消费者

品牌认知对品牌态度和决策的影响作用做出的说明，极少涉及从人类认知一般规律视角的讨论，也缺少

从人的生理和心理本源性视角的探讨。二是研究方法比较传统，以实证分析为主，综合认知科学、心理

学、管理学等学科构建品牌认知模式和品牌效应发生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而少有结合新兴计算科学方

法进行的研究。三是研究内容相对落后，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大众传播时期信息传播与信息处理方式，体

现的是大众传播时期品牌认知的特点，即使有互联网技术时代的信息传播相关内容涉及，也多以传统互

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为主要研究内容。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以及计算科学的运用趋于普遍化，利用个体行为实验、大数据计算等方法对品

牌认知本源进行探索成为可能，跨学科的结合趋于成熟。基于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语言学、

人类学、神经科学、哲学等学科基础发展而来的认知神经科学逐渐兴起，揭示了人类认知过程的神经机

制和脑机制 [18]（P5），为消费者品牌认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研究方法上，结合认知神经科学的研
究模式，借助脑电波、皮肤电、面部肌电、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事件相关电位等技术进行研究测量，将

研究的视野从人类具有外显属性的认知行为扩展到了无意识——低于意识阈限 [19]（P22-28）的生理活
动，促进了消费者信息加工处理机制的精准性认知。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多集中于认知测量的微

观层面，结合社会计算科学的研究思维，在个体微观加工与多个个体相互作用的层面形成互补，既有助

于观察微观的行为机制，也弥补了过于微观带来的意义缺失。总体来说，认知神经科学、计算社会科学

领域的快速发展，从方法论的角度为品牌认知的现象阐释和理论突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三）品牌的跨文化传播

20 世纪 90 年代初，冷战的结束扩大了国际交流的范围和规模，“全球化”开始频繁出现在研究者的
视野。全球化起初仅指向经济全球化，在随后的发展进程中增添了文化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技术全球化

等内容，全球化体系逐渐形成。技术为全球化提供了发展驱动，现代交通系统、通信技术，产品物流技术、

数字技术极大地缩减甚至消除了时空的壁垒，全球化的参与群体范围在不断扩大。人员、产品、技术、资

本、信息等多元素的跨国化交流在加深全球化程度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文化间的碰撞。“拥有不同文化

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交流，他们在文化认知上的不同，足以改变交流事件本身。”[20]（P47）
品牌的跨文化传播过程是品牌母国的文化进入品牌东道国的动态传播过程，受多元文化认知体系的影

响，进入国的消费者会对异质文化产生防御心理，形成传播交流的障碍。

关于品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起初多是引进介绍和阐述国外相关的理论和方法 [21]

（P68），表现为品牌跨文化传播文献综述的集中兴起。随着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冲突问题逐渐显现，国内
学者开始关注品牌跨文化传播的具体问题。在研究内容上，较多关注品牌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因素和传播

策略分析，主要从文化距离、文化冲突、传播心理距离等方面探讨品牌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文

化差异，以通过有效的传播策略和路径解决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但此类研究多是对品牌跨文化传播具体

问题的回应，并未形成具有普遍诠释力的品牌跨文化传播模式，即使涉及传播模式，也倾向于直接借鉴

欧美相关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学理层面的逻辑性；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个案分析，深度访谈和文献

分析等传统研究方法，样本量较少，也鲜少涉及量化的研究，在研究结果的形成上依然缺乏解释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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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品牌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仍局限于具体的策略与路径，并未结合大数据的背景环境，以大样本量

为研究依据，以中国品牌“走出去”为现实目标，形成适合数字时代的品牌跨文化传播模式。

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距离的消失，并逐渐“腐蚀”过去的物理边界，品牌的跨文化传播空前频繁。

大数据、云计算、深度学习等技术以强大的数据获取和分析能力给品牌主提供了进入国消费者相关信

息，从而降低进入的文化壁垒，然而传播工具、传播关系和传播形态等因素的变化，又为品牌国际化传播

带来了新的挑战。另外，国际格局有了新的变化，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民族企业实力不断增强，

民族品牌走向世界的需求愈发强烈。然而，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品牌在国际社会中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严重不足，国际竞争力普遍不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品牌“走出去”有了强大

的平台。

在数字技术和全球化的背景环境下，利用数字化的传播手段，结合数据化的计算思维，以民族文化

和民族精神为品牌的核心内蕴，充分尊重进入国的文化传统，深入当地市场，传递强有力的中国品牌，形

成独特的品牌传播网络，是品牌跨文化传播现阶段的走向，也是中国国家品牌战略体系的一部分。

（四）国家形象和国家品牌战略

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国家传播由单一的国家形象呈现转向立体化、多维度的国家相关信

息的集聚，国家品牌化传播成为这一阶段国家传播的主要内容。国家品牌和国家品牌建构是全球化语境

下出现的研究命题，其理论化的前提是国家可以像商品一样营销，按照商品的品牌传播逻辑形成以国家

利益为前提、国家物质元素和精神内蕴为核心的相关信息集合。因此，国家品牌传播的过程具有明显的

意识形态倾向性。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趋紧

密，国家品牌作为一种软实力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目前国家形象和国家品牌战略领域的研究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是研究路径上，通过对新闻报道、广

告、文化产品等的内容分析，探索国家品牌传播的策略。其次是研究方法上，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

探索国家品牌与企业品牌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国家品牌的效应，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研究国家品牌

的测量与维度。最后是研究视角上，从认知行为理论、信息传播模式、公共外交等角度入手，探索国家品

牌传播的形成机制和国家品牌的创建。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仍聚焦于大众传播时代的品牌传播路径、

方法和视角，数字技术与国家品牌的关联性探讨较为缺乏，也未形成国家品牌传播的整体意识。

国家品牌是一个极为宏观的概念，与国家形象、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国家政策等因素相关联，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和商业品牌相比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

工智能等技术进行品牌信息的传播已成主流趋势 [22]（P105-110），国家品牌信息传播的本质决定了数
字化传播将是其未来发展趋势，因此，数字传播时代的国家品牌战略既要有整体性的思维，也要注重数

字技术的综合、多元运用。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对外建构强有力的国家品牌、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增强中国在全球化体系中的地位与竞争优势，已成为品牌传播实践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向。目前，国际社

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还存有明显的刻板印象。“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国家品牌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机遇；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使中国国家品牌有了文化、理念以及价值观输出的平台。

在这一外部环境下，整合品牌优势资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品牌群，塑造富有魅力的大国形象显

得尤为重要。随着“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投行”“新型大国关系”等概念 [23]（P9）的提出，建构
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中华文化为概念内涵，以核心价值理念、基本国情和内外政策为认知框架，

符合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话语权，也应该是国家品牌国际化战略研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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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牌修辞研究

西方的修辞学研究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其研究核心是公民大会式的演说和论辩，研究如

何说服人、规劝人。亚里士多德最早对修辞学进行了定义，认为这是一种能在任何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

服方式的功能性学科。I.A. 瑞查兹指出，修辞学“应该是一门研究误解及其补救的学科”[24]（P8）。肯尼
斯·伯克把修辞定义为“人类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者诱导他人的行为”[25]（P8），并将“同一性”作为劝说
的补充。佩雷尔曼认为“事实并不能自说自话，只有听众同意称之为‘事实，才能成为事实’”，也就是说

信息的意义解读与建构是受众共同参与作用的结果。唐纳德布莱恩特将信息性话语与说服性话语一同

纳入修辞学的概念范畴，并将修辞视为一种工具与手段。由此看来，修辞学以言说为核心的艺术传统转

化为了对说服的追寻，以获得传播的效力 [26]（P19）。因而，修辞的本质在于运用“劝服性”的手法，规范
人类思想与行为，具有社会功用、政治功用以及认知功用，其中修辞的认知功用强调了受众参与事实建

构的能力。在此种意义上，修辞的本质与功能紧密相连，具有明显的认识论、方法论属性。

关于品牌修辞研究的现有文献数量非常少，研究成果也比较分散，尚没有形成正式的、统一的概念，

以及较规范的品牌修辞研究学科体系和学科分支。为了更好地理解品牌修辞在品牌传播研究体系中的

功能与地位，本文从修辞的本质与功能出发，将其视为一种认识论与方法论，介入品牌传播学科，以解释

新的环境下品牌传播的现象与问题，完善品牌传播理论体系。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本文发现品牌

修辞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传统大众传播环境下的修辞运用，仅体现在语言修辞的外显层面（如修辞在品

牌名称方面的运用），从修辞学的原则、方法、维度出发，分析品牌名称的经济价值及其在跨文化传播情

境中的增值效应。此外，研究偏向于将修辞当成一种信息符号化的修饰技巧，仍停留在修辞手法的表情

达意层面，对于修辞的思维、理论与方法等关注极少，修辞方法与品牌信息内容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跨

学科的融合极为粗浅。

修辞学的发展历史达数千年之久，拥有成熟的知识体系，自 20 世纪以来，修辞逐渐向其他学科领域
扩散，以参与各自学科领域的演变过程，完善学科理论体系。对于品牌修辞的融合，应当将修辞学视为

一个整体性的学科概念，结合修辞的本质与功能，立足于品牌传播已有的研究体系以及新的现象问题，

不断更新和完善品牌修辞的认知框架。具体而言，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传播的形态愈发多样，修辞也应

该变换“修饰”的形式，将修辞的“术”与“思”融入品牌信息的内容生产与传播的整体过程中，真正达到内

容与形式的融合，由“说服”走向“共创”，以提升品牌传播的效果。此外，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是国家

品牌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话语权本身与修辞学研究存在着极强的联系，比如：新兴话语权的概念

表述，框架认知和内容表述等 [23]（P6-19）均离不开修辞学知识的运用。修辞学给话语权的建构提供了
丰富的理论资源与框架基础，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发展，以话语权建构为核心的相关研究也应该纳入品

牌修辞研究领域。

（六）品牌传播比较研究

艾德斯坦认为“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中某项共同行为的比较就是比较研究”[27]（P14）。布鲁姆
勒等人对这一定义进行了扩展，认为“当比较对象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由地理或历史 (空间或时间) 所决
定的不同系统时，才算是比较研究”。埃瑟和汉尼茨则提出了比较的具体情境，“比较分析必须置于某一

理论框架中，必须阐明情境因素如何造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28]（P76）。
因此，比较研究需要有可比较的对象，即从某一具体问题出发，对处于同一研究维度的比较双方或者多

方，在不同国家、地域、文化、制度、类别等层面的比较分析。品牌传播学作为传播学下的一个学科分

支，具有较强的应用实践属性以及跨学科特征，可比较的内容较多，它通过对同一议题进行不同角度的

比较，从而深入剖析品牌传播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炼出理论模式，进而形成品牌传播领域具有普遍意

义的信息传播模式。目前，品牌传播比较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已有的文献存在以下问题：为了比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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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非出于具体的问题意识；比较研究仅仅作为单纯的研究手段，并未通过对现象、问题的分析，总

结出理论模式；研究视野较为狭隘，未形成跨领域、跨地域的研究合作。

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全球市场逐渐形成，跨国公司的国际传播频率增加，通过具体变量

对其他主权国家文化、社会、政策制度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将有利于品牌跨文化传播行为的顺利展开。此

外，品牌传播研究在国内兴起的时间较短，在学科规范方面还存在不足，通过比较分析中国与欧美在品

牌传播研究知识体系、研究范式、研究路径、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了解中国品牌传播

研究的整体发展水平及其优劣势，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品牌传播研究体系，应是未

来品牌比较研究发展的方向。

另外，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品牌传播逐渐走向精准与互动。同时，信息传播的

关系、形态和能力的多重变化，使整个品牌传播研究体系在未发展成熟之时又面临着学科性的颠覆与重

构，仅从传播学内部找寻未来的发展道路难免在研究视野上偏于狭隘，跨学科理论、方法及思维层面的

比较借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品牌传播学科的转型发展。此外，还可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信息传播

的研究范式与路径进行比较分析，从不同技术时代下的信息传播理论体系和认识框架中汲取养分，通过

“变”与“不变”的衡量，为数字时代的品牌传播提供可借鉴的研究模式。

四、品牌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

范式从其构成来看，由基本理论、支持基本理论的概念范畴及研究方法构成，可以理解为本体论、认

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从其生成来看，范式通常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善或弥补前在研究体系；

从其影响来看，范式是研究发展的阶段性成果，预示着该阶段研究的成熟。鉴于技术与认识的发展历程，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的品牌传播研究尚未成熟，本文讨论的品牌传播研究范式是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

论等三个层面对品牌传播研究关键概念的思考，以期形成范式创新的整体结构。

首先，数字传播技术推动了品牌传播领域的变革，这种变革应该围绕品牌传播的本体进行相关理论

的完善，其中品牌传播的本体即其本质——品牌信息的传播。品牌信息的传播可以理解为信息呈现与传

递的动态过程，根据拉斯韦尔的 5 Ｗ传播模式，表现为品牌传播者出于既定的目的，对品牌信息进行符
号化的编码处理，经由传播的媒介渠道向受众进行传递，受众在接收信息并顺利解码之后，产生态度或

行为的改变。因而，品牌信息的传播过程涉及的关键性因素包括：主客体关系、信息传播的内容、传播的

渠道以及传播效果，其中传播效果是品牌信息传播的目的与结果。具体来看，传播主客体关系层面，专

属于传播者的权力逐渐向传播客体转移，传播主体与客体间界限逐渐模糊；传播内容层面，围绕品牌自

身信息，通过用户参与品牌信息内容生产的模式，进行多样化的内容创意与表现；传播渠道层面，突破了

精英化的传统大众传播模式，增强了内容与平台、内容与用户的适配性，逐渐走向定制化传播；传播效果

层面，注重传播的精准与互动，数字技术促进了效果监测的精准性与客观性，从而从效果端对品牌信息

传播过程形成反向影响。

其次，品牌传播研究新的内容范畴是在数字传播环境下形成的研究聚集，其认识思维应该兼具数字

化、跨学科和全球化的视野。数字化的思维表现为以品牌传播研究的核心知识体系为基础，以数字技术

下的品牌传播现象为诠释对象，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方法获取及处理数据，以解释新的外部环境下的

品牌传播议题。跨学科则表现为将研究目光转向其他学科领域，突破既有研究理论框架，与其他领域的

传播思想（指其他学科或社会思潮中关于传播及其过程、模式的观念）进行对话，形成理论、方法、路径

层面的借鉴，以完善研究的理论体系。全球化是在全球一体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体和企业

主体逐渐深入国际社会以期实现“走出去”的战略需求，其中品牌传播是重要途径，品牌传播研究具备全

球化的认识思维可以阐释领域内的研究现象。

最后，品牌传播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创新是在数字化传播环境下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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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创新，表现为实验法、大数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的结合。数字传播技术驱动相关神

经科学技术的发展，结合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模式，采用实验法，借助脑电波、皮肤电、面部肌电技术进

行研究的测量，从效果端推动了品牌传播研究方式的变革。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信息分析技术逐渐取代传

统的量化研究，全样本、多维度、深层次的数据获取与分析成为可能，研究结果趋于客观与精确。通过对

品牌传播多个方面同一维度的比较分析，形成历时或共时层面的认知，一方面对于中国品牌传播研究的

范式创新有一定的经验和理论借鉴，另一方面对品牌传播研究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提炼出理论模

式，完善了研究的体系。

因此，品牌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应该以品牌信息传播为核心本质，以数字化、跨学科和全球化为认

识的概念支撑，在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双重指引下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发展新的研究路径，以对品

牌传播研究新的内容范畴形成具有普遍诠释力的研究范式。

发生认识论通过引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人类认识结构及知识机能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

使认识的发生过程可被科学化认知。品牌传播研究范畴的扩展和内容的推进均属于认识的发生过程，而

每一个发生的阶段性过程都是基于已有认识图式体系，结合同一时期的外部环境，经由“同化”与“顺应”

的作用，以平衡为总体调节因素，形成的共时或历时性变化。在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其本质因素贯穿发

生的全过程，并保持相对稳定的结构形态。结合发生学的思路得到的新范畴与新内容，并非完全涵盖了

未来品牌传播研究的领域。认识是一个开放性的动态过程，随着一定时期内数字技术的快速更新、全球

化的继续推进，相关认识也将不断完善，直至“顺应”占据主导，阶段性的质变发生，新的认识图式形成，

而品牌传播研究在“同化”与“顺应”的共同作用下，将不断完善其研究体系，走向学科化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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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ategory and Content of Br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Knowledge Schema Based on Embryology

Yao Xi, Deng Yu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ssential factor of brand communication is the communication of brand information. Un-
der the joint influence of the essential factor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digital technology and
global integration, the original thinking schema of br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as changed into “assimila-
tion” and “adaptation”, forming new “category” and “content” of research, and constituting a new frame system.
This system includes br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brand recognition in the
digital ag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brands, national image and national brand strategy, research on
brand rhetoric, and comparative study on brand commun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new research paths are de-
veloped by drawing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other disciplines, taking br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s
the core essence, and digitalization,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globalization as its cognitive background, so as to
form a research paradigm with universal explanatory power for new content categories of brand communica-
tion research. Moreover, the new frame system of br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lso provides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bases for research paradigm innovation.

Key words brand; brand communication; embry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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